
法学评论（双月刊） ２０１９年第５期（总第２１７期）



投保欺诈的法律规制路径
＊

武亦文＊＊

内容摘要：现行保险法规范对投保欺诈的规制明显不足，为投保欺诈者提供了可乘之机。既有的非保险
法规制路径有合同法和侵权法两条路径。对于前者，投保欺诈不符合违约责任的构成要件，缔约过失损害赔
偿责任无法为保险人提供救济。此外，承认保险人欺诈撤销权规定的可适用性，则会破坏如实告知义务制度
的基本框架，损害《保险法》的体系性，因而均不足取。对于后者，故意损害他人纯粹经济利益的行为在我国
侵权法上可被认定为侵权行为，投保欺诈属于故意损害保险人纯粹经济利益，造成保险人经济损失的，构成
侵权，投保人须对保险人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但侵权法路径在举证方面的难度和成本导致其并非投保
欺诈的最优规制路径。为实现对投保欺诈最充分的规制，保持法秩序的一致性，应当回归到保险法路径中，
以对价平衡原则和保险消费者保护原则为基本价值理念，对保险法规范进行改造。一是将２年除斥期间延
长为５年，二是将除斥期间内未发生保险事故作为除斥期间规定的适用前提。
关键词：投保欺诈　欺诈撤销权　纯粹经济损失　对价平衡原则　除斥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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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既有保险法规范供给不足带来的困境

保险欺诈，是指假借保险名义或利用保险合同谋取非法利益的行为，主要包括保险金诈骗类欺诈行为、
非法经营保险业务类欺诈行为和保险合同诈骗类欺诈行为等。① 本文所称的投保欺诈，对应为其中的保险
合同诈骗类欺诈行为，是指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在缔结保险合同时实施的欺诈行为，即为了获得订立保险合同
或者以更优惠条件订立保险合同的机会，而在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时作出虚假陈述，并使保险人陷入错误从而
同意承保的行为。
包括投保欺诈在内的保险欺诈行为迫使保险公司支出了与其所收保费不成比例的保险金，破坏了对价

平衡原则，严重提高了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从而极易导致保险公司提高保费水平，将成本转嫁给危险共同
体内的全体成员承担。从更极端的层面而言，甚或会危及保险公司的存续以及保险制度的运行根基。职是
之故，投保欺诈行为亟需得到有效规制。
在保险法领域内部，对投保欺诈的规制包括保险合同法规制和保险监管法规制两个层面。目前，有关保

险欺诈的最新监管规则是原中国保监会发布的自２０１８年４月１日起施行的《反保险欺诈指引》（以下简称
“《指引》”），但《指引》规制的保险欺诈仅限于保险金诈骗类欺诈行为，并不包括作为保险合同诈骗类欺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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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１８ＦＦＸ０１６）的阶段性成果。

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原中国保监会：《反保险欺诈指引》第３条第１款。



为的投保欺诈。② 而《保险法》在监管法层面所规制的保险欺诈，同样也仅限于保险金诈骗类欺诈行为。③ 由
是，对投保欺诈的法律规制，便只能从保险合同法维度入手。
投保欺诈属于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行为，根据《保险法》第１６条第２款和第４款，投保人故意不

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并对合同
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免于承担保险责任。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
问题的解释（二）》第８条，保险人免责须以解除保险合同为前提。故此，《保险法》对于投保欺诈的规制手段
实际仅仅是赋予保险人合同解除权。值得注意的是，保险人的解除权会受到除斥期间的约束，④根据《保险
法》第１６条第３款，保险人的解除权应当在知道解除事由之日起的３０日内行使，且合同成立２年之后，解除
权即确定地告于消灭。因此，当保险人２年后始发现投保人的投保欺诈行为时，便无从援引第１６条解除保
险合同，而只能依照保险合同履行赔付义务。实践中，投保人一方在投保过程中实施欺诈行为且保险合同成
立２年内发生保险事故，但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故意拖延至２年后才向保险公司索赔以规避解除权规定的情
形也并不鲜见。对此，绝大多数法院皆认为应当严格适用《保险法》第１６条的规定，保险人于保险合同成立

２年后不得解除保险合同，仍应承担赔偿责任。⑤ 但有少数法院则认为，保险人合同解除权的消灭须以保险
合同成立２年后才发生保险事故为要件。⑥ 此外，还有极个别法院认为保险人可依据《合同法》第５４条以投
保人一方欺诈为由撤销保险合同。⑦ 由此可见，《保险法》第１６条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难以一般性地发挥规制
投保欺诈的功能。
我国关于除斥期间的规定与台湾地区及英美法国家相仿，均为２年。在英美法系，该项期间规定一般被

称为不可争辩条款（ｔｈｅ　ｉｎｃｏｎｔｅｓｔａｂｌｅ　ｃｌａｕｓｅ），其产生系源于保险公司建立公众信赖的需要，⑧其目的一方面
是为了确保法律关系的安定性，保护受益人在被保险人死后免遭无谓的讼累，⑨因为从举证角度而言，被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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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第３条第１款规定：“除特别说明，本指引所称欺诈仅指保险金诈骗类欺诈行为，主要包括故意虚构保险标的，

骗取保险金；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编造虚假的事故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程度，骗取保险金；故意造成保险事故，骗取保险
金的行为等。”

《保险法》第１７４条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下列行为之一，进行保险诈骗活动，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
给予行政处罚：

　　（一）投保人故意虚构保险标的，骗取保险金的；

　　（二）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或者编造虚假的事故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程度，骗取保险金的；

　　（三）故意造成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

　　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评估人、证明人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进行保险诈骗提供条件
的，依照前款规定给予处罚。”

参见［日］李鳴：《保険法における告知義務および告知義務違反による解除の法的構成》，载《放送大学研究年報》第

３５号（２０１７年），第４２页。

如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５）临商终字第１２９号民事判决书，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５）浙甬民二终字第５４７号民
事判决书，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６）闽０２民终１５３９号民事判决书，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７）川１０民终１０２８号民事判
决书，等等。

参见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６）闽民申字第２５２０号民事裁定书，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７）晋０８民终１７３２号民
事判决书。

参见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６）豫民再４１８号民事判决书。

Ｅｒｉｃ　Ｋ．Ｆｏｓａａｅｎ，ＡＩ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ｃｏｎｔ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ｌａｕｓｅ，６６Ｎ．Ｄ．Ｌ．Ｒｅｖ．２６８（１９９０）．当时，保险公司动辄便会援引保
证条款（ｗａｒｒａｎｔｙ）作为拒绝保险赔付的理由，即便保证条款的内容根本不具有重要性，或者保险事故的发生与被保险人违反
保证条款的行为没有因果关系，由此导致了公众对保险的抵抗和反感。Ｓｅｅ　Ｄａｖｉｄ　Ｇ．Ｎｅｗｋｉｒｋ，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Ｐａｕｌ　Ｒｅｖｅｒｅ　Ｌｉｆ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ｖ．Ｈａａｓ，６４４Ａ．２ｄ１０９８（Ｎ．Ｊ．１９９４），７６Ｎｅｂｒａｓｋａ　Ｌ．Ｒｅｖ．８２６
（１９９７）；李青武、于海纯：《论美国不可争议条款规制投保欺诈的制度构成及其正当性》，载《比较法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Ｓｅｅ　Ｓｉｍｐｓｏｎ　ｖ．Ｐｈｏｅｎｉｘ　Ｍｕｔｕａｌ　Ｌｉｆｅ　Ｉｎｓ．Ｃｏ．，２９９Ｎ．Ｙ．Ｓ．２ｄ８３９（１９６９）；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ｕｔｕａｌ　Ｌｉｆｅ　Ｉｎｓ．Ｃｏ．ｖ．Ｊｏｈｎ－
ｓｏｎ，２５４Ｕ．Ｓ．１０１－１０２（１９２０）．



险人死亡后，若保险人主张被保险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此时将很难查知被保险人是否存在未如实告知的情
形。瑏瑠 另一方面，其也有助于督促保险人及时调查被保险人在缔约时有无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瑏瑡 除斥期间规
定的制度初衷固然良好，但以上事实表明，其确实也为投保欺诈行为提供了获得保险赔付的通道，成为了机
会主义者投保欺诈的安全港。瑏瑢

由上可知，２年除斥期间的规定，致使保险法对投保欺诈的规制显得捉襟见肘。如何严格贯彻“欺诈者
不受保护”的公共政策，维持保险的对价平衡原则和保险业的稳续发展，更有效地从法律层面对投保欺诈加
以规制，便成了一项亟待研究的课题。

二、投保欺诈的非保险法规制路径一：合同法规制路径的探讨

投保欺诈行为是对如实告知义务的违反，而如实告知义务是投保人于保险合同成立前应当履行的义务，
属于先合同义务而非合同义务，瑏瑣同时如实告知义务也是一项不真正义务，瑏瑤投保人违反此项义务时，保险人
不能请求投保人一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瑏瑥故保险人无法诉诸违约责任寻求救济。此外，先合同义务的违反
构成“缔约过失”，会产生缔约过失责任，《合同法》第４２条即规定了缔约过失的损害赔偿责任。瑏瑦 《合同法》
第４２条第１项和第２项规定的先合同义务分别是诚信缔约义务和告知义务，保险法上的如实告知义务即属
后者。但是，保险人并不能依据《合同法》第４２条向投保人一方请求损害赔偿。缔约过失损害赔偿的对象通
常为合同相对人的信赖利益，后者既包括因信赖受挫时合同未能有效成立而落空的费用，如订约费用、履约
准备费用和与履约无关而支出的费用（如承租人对租赁物的装修装饰费用等），以及因信赖受挫而丧失其他
订约机会的损失，也包括因信赖受挫而订立一个不利合同的损失，但“一个不利合同的订立”作为损失在实践
中较为少见。瑏瑧 就投保人故意违反告知义务的情形而言，保险人所遭受的损害通常是其必须支付的保险金
这一经济损失。此种情形涉及的是合同有效型的缔约过失责任。而对于合同有效型的缔约过失责任，我国
学理多不予以承认，此外，其多与消费者保护相关联，瑏瑨而保险人明显不属于受保护的消费者。故此，保险人
难以诉诸《合同法》第４２条寻求救济，《合同法》第４２条无法被用于规制投保欺诈。由此，对于投保欺诈的合
同法规制便只剩下了基于欺诈的合同撤销这条路径可以考虑，该条路径同时也是学界争议最大的一条路径。
该路径以合同一方当事人的行为构成法律行为或意思表示欺诈为前提，瑏瑩故此，欲讨论该条路径是否可行，
首先须分析投保欺诈是否符合法律行为欺诈的构成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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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大塚英明：《不可争条項と詐欺抗弁———“替え玉抗弁”の意味するもの》，载《生命保険論集》第１６３号（２００８年），

第７３页。

汪信君：《保险法第六四条告知义务解除权行使与除斥期间———九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七四二号判决》，载《月旦民商法
杂志》第３３期，２０１１年９月。

同前注⑧，Ｄａｖｉｄ　Ｇ．Ｎｅｗｋｉｒｋ文。

参见温世扬主编：《保险法》（第３版），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１０１页。

同前注④，李鳴文。

参见坂口光男：《保険法における告知義務の法的基礎論》，载《法律論叢》第８０卷第２·３号（２００８年），第１３９页。
《合同法》第４２条：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

　　（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

　　（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

参见孙维飞：《〈合同法〉第４２条（缔约过失责任）评注》，载《法学家》２０１８年第１期。比较法上亦有学者持相似观点，

小笠原奈菜：《情報提供義務違反による損害賠償の範囲———ドイツにおける損害としての“高値取得”と減額規定の類推適
用》，载《山形大学紀要（社会科学）》第４５卷第１号（２０１４年），第２４页。

韩世远：《合同法总论》（第４版），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１６６页。

法律行为或意思表示欺诈，是指行为人故意使对方陷入错误认识从而作出意思表示的行为。史尚宽先生将欺诈分为
三种类别，三者各有其法律效果，除法律行为欺诈外，另两种分别是构成侵权而产生损害赔偿责任的欺诈，和构成犯罪而应受
刑事裁判的欺诈。参见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４２４页。



（一）投保欺诈作为法律行为欺诈的构成要件该当性
法律行为欺诈的构成要件有三项：（１）行为人实施了欺诈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即积极地作出虚假陈

述，和在负有告知义务的前提下消极地隐瞒真实情况；（２）行为人具有恶意，即希望通过欺诈使相对人作出意
思表示；瑐瑠（３）相对人因受欺诈陷入错误认识，并因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瑐瑡 此外，为了保护善意的对方当
事人，瑐瑢第三人实施欺诈行为，使一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作出意思表示的，仅在对方知道或应当知道
该事实时，受欺诈方才享有撤销权。瑐瑣 但处于受欺诈方相对方的位置，并共同参与合同订立的人则不属于
“第三人”。此时，即便受欺诈方的相对方不知道或过失地不知道此人的欺诈行为，受欺诈方也同样享有撤销
权。瑐瑤

实践中，当投保人与被保险人非为同一人时，由于被保险人通常对保险标的更为熟悉，出于核保的需要，
保险人往往也会要求被保险人向其告知保险标的的有关情况。故保险合同订立阶段，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均
有可能实施投保欺诈行为。投保人是保险合同当事人，其投保欺诈行为满足法律行为欺诈的三项构成要件，
无疑属于法律行为欺诈，可以使保险人取得合同撤销权。首先，如实告知义务的履行采“询问告知主义”，投
保人对保险人的询问内容负有告知义务，投保人对投保单上问题所作的与真实情况不符的回答，并非单纯的
沉默，属于故意告知虚假情况，因而构成作为的欺诈。其次，投保人实施欺诈行为是为了诱使保险人同意承
保，具有希望保险人因此作出意思表示的主观恶意。最后，保险人之所以同意订立保险合同，是因为投保人
对保险标的的不实告知使之误认为保险标的符合承保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当欺诈人是被保险人而非投保人时，鉴于被保险人并非保险合同当事人，其故意不如实

告知的行为是否构成法律行为欺诈呢？笔者认为应作肯定理解。一方面，如果认为被保险人为第三人的话，
那么根据《民法总则》第１４９条，瑐瑥当投保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被保险人的欺诈行为时，保险人便可以取得合
同撤销权。由于投保人之所以愿意为被保险人投保，一般系源于二者血缘或情感上的密切关联，如亲子、配
偶等，对于被保险人的欺诈行为，投保人有很高的知晓和应知概率，故而一般符合《民法总则》“知道或应当知
道”的要求，可以令保险人取得合同撤销权。另一方面，被保险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过程，实际是在与投保
人共同参与合同的订立，所处地位与投保人相当，其行为自然应受与投保人相同的法律评价，故即便投保人
不知悉被保险人的欺诈行为，保险人也可取得合同撤销权。而且，虽然《保险法》第１６条规定的如实告知义
务主体仅限于投保人，但学说上通常认为应将被保险人包括在内。瑐瑦 有学者曾提议，在《保险法》修法之前可
通过解释论的方法将被保险人纳入告知义务履行主体，如借鉴《欧洲保险合同法原则》第２：１０１条的经验，将
投保人所知道的关于保险标的的状况扩张解释为包括被保险人所知的事实。瑐瑧 这些也间接支持了被保险人
在保险合同订立阶段的“类投保人”地位。
故此，无论是投保人还是被保险人，只要其实施了投保欺诈行为，就都属于法律行为欺诈，单纯从民法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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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侵权欺诈不同，法律行为欺诈不要求行为人具有使他人遭受损害的故意，只要求其具有希望对方因此作出意思表
示的故意。参见［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下册），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５４４页。

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５９４－５９５页；王利明、杨立新、王
轶、程啸：《民法学》（第５版），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８６－１８７页；朱庆育：《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２７９
－２８１页。

参见［日］我妻荣：《新订民法总则》，于敏译，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２９１页。

我国《民法总则》第１４９条亦规定：“第三人实施欺诈行为，使一方在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
为，对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欺诈行为的，受欺诈方有权要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参见［德］本德·吕特斯、阿斯特丽德：《德国民法总论》（第１８版），于馨淼、张姝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４１８页。

该条规定了第三人欺诈的法律效果，其内容为：“第三人实施欺诈行为，使一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
法律行为，对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欺诈行为的，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参见江朝国：《保险法基础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２５页；刘宗荣：《新保险法：保险契约法的理论
与实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３６页；叶启洲：《要保人告知义务法制之变革：消费者保护、对价平衡与最大善意
原则之交错与位移》，载《政大法学评论》第１３６期，２０１４年３月；樊启荣：《保险契约告知义务制度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６６页；韩长印、韩永强编著：《保险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５５页。

参见马宁：《保险法如实告知义务的制度重构》，载《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合同法规定的角度而言，保险人均可取得合同撤销权。
（二）保险人合同撤销权之行使权利的否定
若仅对欺诈撤销权规定的构成要件进行分析，在投保欺诈的情形下，保险人无疑取得了合同撤销权。但

取得撤销权并不意味着撤销权可得行使，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保险法》第１６条已经针对投保欺诈行为规定
了保险人合同解除权的情况下，保险人还能否援引《合同法》第５４条行使撤销权以撤销保险合同。《保险法》
与《合同法》位阶相同，故此处涉及相同位阶规范竞合时的法律适用问题。瑐瑨 对此，我国司法实务中多以“特
别法优于一般法”为由，主张优先适用保险法关于合同解除权的规定，排除合同法关于撤销权规定的适用，瑐瑩

仅有个别判决指出虽然前者是后者的特别规定，但二者在法律适用上并不冲突，因而支持适用《合同法》第

５４条。瑑瑠 然而，就我国学说见解而言，无论是大陆地区还是台湾地区，“两条规定之间不具有特别法与一般法
的关系，可以并行适用”几乎都是学界的多数意见。瑑瑡 是故，《合同法》第５４条能否被用于规制投保欺诈，关
键取决于其与《保险法》第１６条之间是否存在一般规定与特别规定的关系，以及特别规定是否必然排除一般
规定的适用。
首先，“一般规定—特别规定”的判断不关乎法律效果，而仅在于构成要件涵摄事实的范围。具体标准

为，将两条竞合规范的构成要件分别标记为“Ｔ１”和“Ｔ２”，在孤立观察时，若Ｔ２能够涵摄Ｔ１所能涵摄的全
部事实，而反之却不行，即意味着Ｔ２的适用范围完全覆盖并超越了Ｔ１的适用范围，那么Ｔ１便是Ｔ２的特
别规定。瑑瑢 就《保险法》第１６条与《合同法》第５４条而言，《合同法》第５４条涵摄的事实不限于欺诈订立合同
一种，还包括胁迫、乘人之危、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四种情形，且适用对象为双方当事人。而《保险法》第１６
条涵摄的事实则只有投保人故意和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从而导致保险人同意订立保险合同两种
情形。前一种情形直接构成欺诈缔约，后一种情形则可被解释为构成重大误解缔约。瑑瑣 显然，《合同法》第５４
条的适用范围完全覆盖并超越了《保险法》第１６条，故依据上述标准，《保险法》第１６条属于《合同法》第５４
条的特别规定。但学说上却常常以《保险法》第１６条和《合同法》第５４条的规范目的与法理基础不同为由，
否定两者的“特别规定———一般规定”关系。通说认为，如实告知义务的法理基础是诚实信用原则和对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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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同一案件事实可以被多个法条所涵摄时，即称为法条（规范）的竞合。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
娥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４６页。

参见沭阳县人民法院（２０１４）沭商初字第００６１号民事判决书，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４）通中商终字第０１２６号民事
判决书，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５）甬镇民初字第５１６号民事判决书，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６）浙民申１２２０号民事裁定
书，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６）闽０２民终１５３９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６）豫民再４１８号民事判决书。

大陆地区如：同前注瑐瑦，樊启荣书，第３０６页；马宁、郁琳：《论保险合同法定解除权与合同法中撤销权的竞合》，载《广
西社会科学》２０１１年第１期；刘勇：《论保险人解除权与撤销权的竞合及适用》，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
学）》２０１３年第４期；王静：《如实告知义务法律适用问题研究———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
题的解释（二）〉为核心》，载《法律适用》２０１４年第４期；任以顺：《论投保欺诈背景下的保险人合同撤销权———以一起投保欺诈
案件的两级法院判决为线索》，载《保险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３期；王家骏：《欺诈性告知中保险人解除权与撤销权适用关系问题研
究———基于典型司法判例的分析》，载《上海保险》２０１７年第３期。台湾地区如：梁宇贤：《保险法新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１５页；刘宗荣：《论违背据实说明义务之解除权与意思表示被诈欺之撤销权———最高法院八十六年台上字第二
一一三号判例之检讨》，载《月旦法学杂志》第８１期，２００２年２月；江朝国：《保险法上解除权与民法上撤销权之竞合》，载《月旦
法学杂志》第３０期，１９９７年１１月；同前注瑐瑦，叶启洲文。汪信君：《告知义务之履行、保险人意思表示瑕疵及其表意自由》，载
《月旦法学杂志》第１３０期，２００６年３月。此外，日本司法实务及学界也存在相似观点。参见前注④，李鳴文；大森忠夫：《保険
法》，有斐閣１９５７年版，第１３５页。转引自千々松愛子：《告知義務違反と詐欺無効の関連について：告知義務規定の変遷と判
例の問題》，载《一橋法学》第６卷第１号（２００７年），第５３９页。

参见［奥］恩斯特·Ａ·克莱默：《法律方法论》，周万里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７７－７８页。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７１条规定：“行为人因对行为的

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
以认定为重大误解。”据此，当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出于重大过失违反如实告知义务，并且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承保或提高
保险费率时，保险人因此而作出同意承保的意思表示的，可以构成对保险合同标的的重大误解，因而可使保险人取得合同撤
销权。



衡原则。瑑瑤 《保险法》第１６条的规范目的在于确保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可以准确地测定危险共同体的
风险水平。瑑瑥 而《合同法》第５４条针对欺诈、胁迫和乘人之危规定的撤销权制度，则旨在保护合同当事人形
成意思表示的自由，瑑瑦故其法理基础在于意思自治原则。
然而，这一看似充分的论断实则并不成立。一方面，《保险法》第１６条与《合同法》第５４条的规范目的与

法理基础并非互不相容、完全排斥。鉴于只有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如实告知，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危险状况有了
正确了解，才可能自由作出真实的意思表示，所以，如实告知义务制度的目的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引申为确
保保险人意思表示自由和真实。瑑瑧 只是基于保险制度的特殊性以及保护保险消费者的特殊政策考量，保险
法才更为强调对价平衡而稍微降低了对保险人意思自由的保护，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中完全不存在意思自治
原则的基础。正如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陈建平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
中所言，“两者在深层次的价值取向上是一致的”。瑑瑨 另一方面，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的根本判断标准在于后
者构成要件所涵摄的事实范围大于前者，其他因素与此无干，而根据前文，《保险法》第１６条与《合同法》第

５４条完全符合这一标准，故应摒除其他无关因素，确定无疑地承认二者具有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的关系。
其次，尽管《民法总则》第１１条规定，“其他法律对民事关系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具有特别规

定和一般规定的关系，也并不意味着特别规定绝对排除一般规定的适用。具体如何，取决于两项规定的法律
效果是否互相排斥，瑑瑩以及特别规定是否在总体上为权利的行使设置了比一般规定更多的限制或不利条件。
若答案均为肯定，那么为了防止因一般规定的适用而导致特别规定形同具文，则应当排他地适用特别规
定。瑒瑠 其一，揆诸《保险法》第１６条与《合同法》第５４条，二者所规定的法律效果分别是保险人取得合同解除
权和保险人取得合同撤销权，且解除和撤销保险合同均可导致对已发生的保险事故免责。是故，二者的法律
效果无法同时发生，存在互斥关系。其二，相较于《合同法》第５４条对合同撤销权的规定，《保险法》第１６条
为保险人合同解除权的行使设置了更多的限制条件。具体包括：（１）仅在投保人故意或重大过失未如实告知
的行为对于保险人的风险估定具有“重要性”，即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时，保
险人方享有解除权；（２）保险人必须在知道解除事由的３０日内以及合同成立２年内行使解除权。尽管撤销
权作为形成诉权必须依诉行使，但从整体而言，依然是《保险法》第１６条对保险人权利的行使设置的限制条
件更多。是故，应当承认在投保欺诈场合，《保险法》第１６条排除了《合同法》第５４条的适用。否则，保险人
便会在无法行使合同解除权之时，转而求诸《合同法》第５４条的合同撤销权，从而规避《保险法》第１６条中的
限制性要件，使之形同虚设。这不仅损抑了《保险法》第１６条的独立性和存在价值，也在极大程度上破坏了
《保险法》的体系结构，瑒瑡显然不应得到支持。
尽管有学者尚以“排除保险人的欺诈撤销权，形同于对恶意者提供法律保护及保险保障，不符合保险法

最大诚信原则以及法律不保护恶意者之原则的基本法理瑒瑢”“公正的司法不应以任何理由和方式支持恶意欺
诈行为，现行保险合同解除权制度对保险人的司法救济已形同虚设，不足以发挥惩恶扬善作用”瑒瑣“《德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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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江朝国：《保险法第６４条据实说明告知义务之探讨———以第６４条第三项除斥期间二年除斥期间之适用为中
心》，载《法令月刊》第５１卷第１０期，２０００年１０月；同前注瑑瑡，梁宇贤书，第１１０页；温世扬、黄军：《论保险法上的告知义务》，载
《法学评论》２００２年第２期；同前注瑐瑦，樊启荣书，第８２页；肖和保：《保险法诚实信用原则研究》，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１１
页；最高人民法院保险法司法解释起草小组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保险合同章条文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８６页。

同前注瑑瑡，江朝国文；伊藤雄司：《保険契約における告知義務と詐欺·錯誤との関係について》，载《専修大学法学研
究所所報》第４６号（２０１３年），第５１页。

同前注瑐瑡，朱庆育书，第２７８页以下。

参见夏元军：《论保险法上解除权与民法上撤销权之竞合》，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０年第２期。

参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６）闽０２民终１５３９号民事判决书。

同前注瑐瑨，［德］卡尔·拉伦茨书，第１４７页。

同前注瑑瑢，［奥］恩斯特·Ａ·克莱默书，第７９－８０页。

相似观点参见三浦義道：《告知義務論》，厳松堂１９２４年版，第３２３页。转引自同前注瑑瑡，千々松愛子文。

同前注瑐瑦，叶启洲文。

同前注瑑瑡，任以顺文。



险合同法》第２２条规定保险人仍得行使欺诈撤销权”瑒瑤等为由，极力主张保险人欺诈撤销权与如实告知义务
解除权的并行。但就前两者而言，其实际上是对投保欺诈行为的否定性评价，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言，投保
欺诈行为的确应受规制，现行保险法在此方面也的确力有未逮，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能或必须以承认保险人欺
诈撤销权的方式来实现，如果要以牺牲保险法的体系性作为代价的话，这种做法无异于抓小丢大，饮鸩止渴；
对于后一者而言，比较法立法例当然可以作为法学研究参考和借鉴的对象，但不加分析就对之盲目追随和效
仿，则难言审慎合理。瑒瑥

综上，投保欺诈不符合违约责任的构成要件，缔约过失损害赔偿责任无法为保险人提供救济，承认保险
人欺诈撤销权规定的可适用性，则会破坏如实告知义务制度的基本框架，使得《保险法》中如实告知义务的规
定形同具文，损害《保险法》的体系性。故此，针对投保欺诈，合同法的规制路径无一可资援用。

三、投保欺诈的非保险法规制路径二：侵权法规制路径的考察

投保欺诈是一种法律行为欺诈，而其是否也同时构成侵权欺诈，则决定了能否以侵权法对之加以规制。

在英国法上，自１７８９年的Ｐａｓｌｅｙ　ｖ．Ｆｒｅｅｍａｎ案以来，欺诈（ｄｅｃｅｉｔ，ｆｒａｕｄ）就一直是其侵权行为的一种。瑒瑦 由
于欺诈属于典型的故意违背善良风俗损害他人的行为，瑒瑧在立法承认悖俗型侵权的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瑒瑨

当受欺诈方的利益因此遭受损害时，该欺诈行为无疑也会构成侵权行为。台湾民法学界也认为，故意使他人
陷入错误而为意思表示的欺诈行为，属于故意以违背善良风俗的方式侵害他人权益，一般会引发损害，因而
构成侵权行为，被害人可依“民法”第１８４条的规定请求损害赔偿。瑒瑩 而且，台湾保险法学界也多是以其“民
法”第１８４条第１款后段（故意悖俗致损条款）作为保险人因受欺诈而为承保之意思表示，从而请求侵权法救
济的请求权基础。瑓瑠 然而，我国侵权法采用的是大的一般条款的立法模式，并不存在故意悖俗致损的小的一
般条款。所以，对于法律行为欺诈是否属于侵权行为这一问题，揆诸我国立法无法直接得出结论。《侵权责
任法》第２条对其保护范围作出了规定，瑓瑡因此，判断法律行为欺诈究竟是否构成侵权行为，就需判断其所侵
害的民事权益是否属于该保护范围之内，而这正是能否从侵权法路径规制投保欺诈的理论前提。“民事权
益”包括“民事权利”和“民事利益”，下文分别从“权利被侵害”和“利益被损害”两个视角展开分析。

（一）基于“权利被侵害”视角的考察
除了以故意以悖于善良风俗的方式损害他人作为欺诈构成侵权的理由外，台湾地区尚有学者提出以故

意侵害自由权作为欺诈构成侵权的理由。瑓瑢 相关意见认为，自由包括身体动作之自由和精神活动之自由，其
不仅为宪法所保障，同时也经由民法体系被列入了私法的保护范围。瑓瑣 而精神活动之自由，包括心理活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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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前注瑑瑡，马宁、郁琳文；同前注瑑瑡，王静文。

事实上，叶启洲教授就已指出，《德国保险合同法》在规定民法欺诈撤销权规定不受告知义务规范影响的同时，又为配
合民法欺诈撤销权除斥期间的规定，将投保人恶意违反告知义务时保险人解除权的除斥期间规定为１０年，构成了立法重复，

因而并无实益，不值参考。同前注瑐瑦，叶启洲文。

同前注瑏瑨，韩世远书，第２５１页。

参见王泽鉴：《侵权行为》（第３版），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３３８页。
《德国民法典》第８２６条、台湾地区“民法”第１８４条第１款后段分别规定了故意以违背善良风俗的方式加损害于他人

的侵权责任。

参见王泽鉴：《意思表示之欺诈与侵权行为》，载《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重排合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

２５６－２５８页。

同前注瑑瑡，汪信君文；同前注瑐瑦，叶启洲文。
《侵权责任法》第２条：“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

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
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

参见何孝元：《损害赔偿之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４１页。

参见孙森淼：《民法债编总论》（上册），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８７页。



达于外部的自由与意思决定的自由，契约订立自由即属其列，瑓瑤欺诈和胁迫则系典型的侵害精神自由的行
为。瑓瑥 在投保欺诈的情形，保险人如果知悉保险标的的真实情况本不会承保，故而意味着其表意自由权受到
了侵害。瑓瑦 由于台湾地区“民法”第１９５条第１款将自由权明确纳入了其侵权法保护范围，瑓瑧作出以上解释自
与其规范文义不相违背，投保欺诈构成侵权行为在其学理与规范层面因而也均可得到支撑。
是故，投保欺诈在我国能否得到侵权法的规制，关键取决于表意自由权是否属于我国《侵权责任法》的保

护范围。我国《侵权责任法》第２条第２款列举的各项人身、财产权益中并不包含自由权，与“自由”相关的权
利仅见于《民法总则》第１０９条，该条规定：“自然人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由于该规范位于“民
事权利”一章，故而表明人身自由权是一项民事权利。又《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第９４３条规定，“本编调
整侵害民事权益产生的民事法律关系”，故从体系视角观之，侵害人身自由权产生的民事法律关系应受侵权
法调整。对于包含表意自由的精神自由是否属于人身自由权的范畴。我国大陆学者分歧较大，目前尚未达
成一致见解。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该问题是否得出定论，以及得出的是何种定论，都与本文关联甚疏。因
为根据《民法总则》的规定，作为该问题分析起点的人身自由权仅为自然人所享有，而本文所探讨的是作为法
人的保险公司是否享有表意自由权。所以，于本文而言有意义的，应当是意涵更广的“自由权”是否属于侵权
法保护范围。

侵权法所保护的权利应当具有归属效能、排除效能和社会典型公开性，瑓瑨通常是类似于所有权的绝对
权，而自由权的绝对权属性在比较法上存在诸多例证。不仅前述的台湾“民法”将自由权明确纳入其侵权法
保护范围，对侵权法保护之权利类型只进行了有限承认的《德国民法典》，同样也将自由权列为了五种受保护
的权利类型之一。瑓瑩 《德国民法典》的立法者认为，这些权利是社会道德和每个人自由发展空间所不可放弃
的前提条件。瑔瑠 此外，《日本民法典》和《韩国民法典》也分别在其“侵权行为”一章规定了自由权受保护的权
利客体地位。瑔瑡

如果说将人身自由权解释为包含精神自由权在文义上略显牵强的话，那么将自由权作此解释则不存在
这样的文义障碍。自由权的内涵包括精神自由，更包括作为精神自由的表意自由。表意自由权并非专属于
自然人的权利。法人是自然人的团体，设立法人制度是为了实现自然人的某些特定目的，其作用在于节省自
然人法律交往的成本、提高交往效率、降低交往风险。瑔瑢 在民事法律交往的过程中，法人同样也会遭受欺诈、
胁迫等侵害表意自由的情形，其表意自由权如若得不到承认，从本质上而言仍构成对自然人表意自由权的侵
害。此外，法人虽无生理实体，但在法律世界里却不失为真实的存在，瑔瑣其与自然人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关系，
仅承认自然人的表意自由权，无疑是对民法平等原则的背离，实为不妥。故此，当侵权法保护的范围包括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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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４８－１４９页。

参见胡长清：《民法债篇总论》（上册），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５年版，第１３１页；同前注瑓瑢，何孝元书，第１４１页。

同前注瑑瑡，汪信君文。

台湾地区“民法”第１９５条第１款：“不法侵害他人之身体、健康、名誉、自由、信用、隐私、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
益而情节重大者，被害人虽非财产上之损害，亦得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其名誉被侵害者，并得请求回复名誉之适当处分。”

此三项特征为拉伦茨和卡纳里斯所总结，参见于飞：《侵权法中权利与利益的区分方法》，载《法学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４
期。

《德国民法典》第８２３条第１款规定：“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之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或其他权利者，

对于该他人，负赔偿因此所生损害之义务。”台湾大学法律学院、台大法学基金会编译：《德国民法典》，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
版，第７３２页。

王成：《侵权之“权”的认定与民事主体利益的规范途径———兼论〈侵权责任法〉的一般条款》，载《清华法学》２０１１年第

２期。
《日本民法典》第７１０条规定：“有侵害他人身体、自由或名誉，或者侵害他人财产的情形之一的，依前条规定应承担侵

权责任者，对于财产以外的损害，也应赔偿。”王爱群译：《日本民法典》，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１４页。《韩国民法典》第

７５１条第１项规定：“侵害他人身体、自由或名誉造成其他精神上的痛苦者，对财产以外的损害亦负赔偿责任。”崔吉子：《韩国
最新民法典》，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２２８页。

同前注瑐瑡，朱庆育书，第４１８－４１９页。

同前注瑐瑡，朱庆育书，第４５２页。



由权时，法人的表意自由权可被解释为其保护对象。
但遗憾的是，就目前而言，单纯从解释论的角度还无法将自由权纳入我国侵权法保护范围。虽然《侵权

责任法》第２条第２款是以“概括＋列举”的方式规定民事权益，其列举是一种不完全列举，没有列举某项民
事权益并不代表该民事权益就不属于《侵权责任法》的保护对象。瑔瑤 但这意味的仅仅是，《侵权责任法》以外
的其他民事法律规定的民事权利，瑔瑥以及这些权利以外的民事利益也同样受侵权法保护。事实上，为了防止
法官自由裁量空间过大，随意创设权利类型，破坏法律稳定及安全，权利的类型、内容及保护途径，应当尽量
法定化，《侵权责任法》第２条第２款关于权利的列举因此应当被解释为完全列举。瑔瑦 《民法总则》所规定的
民事权利，则可被解释为该款所列举的权利。由于我国现行法律并未将自由权规定为民事权利，故自由权不
在我国《侵权责任法》的保护范围之内。
职是之故，从权利视角加以观察的话，保险人的表意自由权尚无法得到《侵权责任法》的保护，同时也无

法借此条路径由《侵权责任法》规制投保欺诈。
（二）基于“利益被损害”视角的考察
侵权法的保护对象除民事权利外，还有民事利益。因此，在投保欺诈的场合，当保险人无法通过“权利被

侵害”寻求侵权法救济时，还可诉诸“利益被损害”这一通道。此时，需要首先考察的是其利益是否遭到了损
害。
当保险合同成立２年后，即便保险人发现了投保人一方的投保欺诈行为，且即便该欺诈行为足以导致其

拒绝承保或提高保险费率，保险人也均不得解除保险合同，对于所发生的保险事故，其仍然需要无条件地承
担保险责任。与此同时，保险人还不得要求增加保费，而只能以原来的保费继续承保。那么此时，保险人必
须要支付的保险金，以及实收保费与应收保费之间的差额这些纯粹的经济利益的减损，便是其遭受的利益损
害。
可见，在投保欺诈的场合，保险人的确有利益遭受损害的可能。然而，并非所有的利益均可得到侵权法

的保护。不当扩大对利益的保护，会使侵权法从保护自由之盾转为对抗自由之剑。瑔瑧 投保欺诈是一种故意
导致保险人纯粹经济损失的行为，保险人能否得到救济，端视故意导致他人纯粹经济损失的行为是否构成侵
权行为。
虽然我国《侵权责任法》并未规定故意悖俗致损条款，但该条款并非规制故意导致他人纯粹经济损失的

唯一路径。“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有意义的是，要求有更大程度的可归责性，是所有法系施加责任的充分依
据”。瑔瑨 欧洲多数国家都承认，如果造成损失的行为可予归责、不道德或者违反善良风俗，那么故意行为造成
的纯粹经济损失都是可以赔偿的。瑔瑩 《欧洲侵权法原则》第２：１０２条第５项也规定：“保护范围受责任性质的
影响，当故意损害利益时，对利益的保护程度更高。”瑖瑠因此，可以在行为人的主观状态（即故意）和故意的指
向性（即故意造成他人损害）上予以限制，从而达到与故意悖俗致损条款相同的规范效果。我国对此已有例
证，比如，债权原则上非侵权法保护对象，但第三人故意侵害债权属于故意损害他人纯粹经济利益，且结果在
第三人可预见的范围之内，因而构成侵权行为。瑖瑡 最高人民法院也认为，在界定哪些民事利益受侵权责任法
保护时，可以将行为人的主观状态作为考虑因素，如果行为人主观为故意，那么被损害的民事利益通常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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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瑔瑤

瑔瑥

瑔瑦

瑔瑧

瑔瑨

瑔瑩

瑖瑠

瑖瑡

参见王胜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释义》，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２３、２６页。

如《民法总则》新规定的人身自由权、人格尊严权、个人信息权等。

同前注瑔瑠，王成文。

方新军：《权益区分保护的合理性证明———〈侵权责任法〉第６条第一款的解释论前提》，载《清华法学》２０１３年第１期。

参见［意］毛罗·布萨尼、［美］弗农·瓦伦丁·帕尔默主编：《欧洲法中的纯粹经济损失》，张小义、钟洪明译，法律出版
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３９９页。

同上注，第３９８页。

欧洲侵权法小组编：《欧洲侵权法原则：文本与评注》，于敏、谢鸿飞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４页。

参见曹险峰：《我国侵权责任法的侵权构成模式———以“民事权益”的定位与功能分析为中心》，载《法学研究》２０１３年
第６期。



通过侵权责任法予以保护。瑖瑢

故此，在我国侵权法上，故意损害他人纯粹经济利益的行为应当被认定为侵权行为。在投保欺诈尤其是
人身保险投保欺诈的场合，投保欺诈往往体现为被保险人带病投保，且在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时故意隐瞒自己
的患病情况，以实现不当获取保险金的目的。更有甚者，虽然保险事故发生于保险合同成立２年内，但被保
险人或受益人故意拖延至２年后申请理赔，以使保险人丧失主张解除合同及免责的权利，而只能无条件提供
理赔并以原来的费率继续承保。在这些情形下，投保人、被保险人的行为主观上系出于故意，且“故意”所指
向的是使保险人“钱包”受损，因而属于故意损害保险人纯粹经济利益的行为，构成侵权行为，应当承担相应
的损害赔偿责任。

（三）保险人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之行使权利的肯定
《保险法》第１６条的存在，虽然排除了保险人合同法路径下欺诈撤销权的行使，但并不能排除侵权法路

径下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易言之，当保险人因投保欺诈行为遭受经济损失时，可以向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主张
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理由主要在于：
首先，二者的法理基础、规范目的和法律效果完全不同，保险人行使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并不会架空如

实告知义务制度。《保险法》第１６条的法理基础在于对价平衡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规范目的在于使保险人
能够准确地测定承保风险，顺带兼顾保护保险人的意思自由，法律效果是保险人可以解除保险合同等。而侵
权损害赔偿的规范目的和法律效果则仅在于对受害人的损害进行填补，与保险合同的解除或撤销等涉及合
同效力及存续的事项无关，且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成立须满足损害、过错、因果关系等要件，这些要件发挥
了很大程度的限制作用。因此，二者的法律效果不存在互斥关系，以及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成立的难度，使
得《保险法》第１６条的相关规定并不会轻易地被规避适用。
其次，对于一般的法律行为欺诈，学说上往往认为其同时构成侵权行为，会发生合同撤销权与侵权损害

赔偿请求权的竞合，此种竞合为并存的竞合，侵权行为所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不取决于受欺诈人是否撤销其
意思表示。即便撤销权因除斥期间经过而消灭，受欺诈人也仍然有权依侵权法的规定主张损害赔偿。瑖瑣 投
保欺诈这一特殊的法律行为欺诈虽然不适用《合同法》第５４条，但适用《保险法》第１６条，而后者规定的合同
解除权与前者规定的合同撤销权的行使效果其实具有相似性，皆为使有效的合同消灭。因此，可以将前者与
侵权赔偿请求权的关系类推适用于后者与侵权赔偿请求权的关系，故保险合同解除权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
权之间也是一种并存的竞合关系。
最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使并不违反保险消费者保护原则。由于保险人与投保人一方之间存在

结构性的利益失衡，为避免保险人滥用其优势地位不当损害投保人一方的利益，各国如今往往以保险消费者
保护作为其保险立法的指导原则。在投保欺诈的场合，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行为通常属于恶意损害保险人
的利益，基于“欺诈者不受保护”的公共秩序考量，瑖瑤其无论如何都不能得到保险法消费者保护原则的庇佑。
而且，“保险纠纷本质上是特定被保险人与由保险人担当代表人的无数风险共同体成员间的利益博弈，对个
别不当行为人的姑息将损害隐身于保险人身后的无辜共同体成员”。瑖瑥 因此，承认保险人对投保人或被保险
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并不违反保险消费者保护原则，反而还是对该原则更好的依循和贯彻。
综上，可以从侵权法路径对投保欺诈加以规制。但值得注意的是，同《保险法》第１６条的规定相比，侵权

损害赔偿请求权对保险人的举证责任要求更高，保险人须证明损害与投保欺诈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投保人
或被保险人故意的主观状态。而在适用《保险法》第１６条的情形下，保险人责任的免除，并不以保险事故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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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瑖瑢

瑖瑣

瑖瑤

瑖瑥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侵权责任法研究小组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版，第２６页。

同前注瑐瑡，［德］迪特尔·梅迪库斯书，第６０７页；同前注瑐瑢，［日］我妻荣书，第２８８页；王泽鉴：《民法总则》，北京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３１２页；同前注瑐瑡，朱庆育书，第２８４页。

Ｒｏｂｅｒｔ　Ｒ．Ｇｏｏｇｉｎｓ，Ｆｒａｕ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ｃｏｎｔｅｓｔａｂｌｅ　Ｃｌａｕｓｅ：Ａ　Ｍｏｄｅｓｔ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ｆｏｒ　Ｃｈａｎｇｅ，２Ｃｏｎｎ．Ｉｎｓ．Ｌ．Ｊ．８７
（１９９６）．

马宁：《保险侵权欺诈的识别与私法规制———以〈保险法〉第２７条为中心》，载《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年第

３期。



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故意违反如实告知义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为前提。

四、投保欺诈法律规制的最适路径：向保险法的回归

如上所述，投保欺诈虽无法借由合同法路径加以规制，但侵权法的规制路径则是存在且可行的。然而，

侵权法的规制手段仍然存在一些无法克服的弊端，其既不能对投保欺诈行为形成有力的震慑，又不能实现对
保险消费者的充分保护。具言之，一方面，单一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使得保险人对合同效力的存续无能为力，

导致只要投保人不主动解除合同，对于每一次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如欲免责，均须证明保险事故与投保
欺诈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不仅极大增加了保险人的举证成本，更是助长了投保人的侥幸心理。另一方面，对
于因此而发生的额外的举证成本以及因举证失败而不得不支付的保险金，保险人极有可能会以提高保费的
方式在众多保险消费者之间分摊，从而导致个别不诚信投保人从众多投保人组成的危险共同体基金中不当
获利，损害不特定的多数诚信投保人之利益。

此外，《保险法》第１６条对不可争辩条款规定的简略和疏漏，给恶意投保人提供了保险欺诈的可乘之机，

是对投保欺诈行为的纵容。短短２年的除斥期间容易诱导投保人铤而走险，实施投保欺诈行为；除斥期间与
诉讼时效之间的时间差效应，更会诱使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在合同成立后２年内发生保险事故时不及时申请
理赔，直至２年期间经过后才请求保险公司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瑖瑦

因此，为了实现对投保欺诈行为更充分的规制，提升保险法规范体系的科学合理性，也为了保持我国整
体法律体系的秩序融贯与自洽，极有必要对《保险法》第１６条的条文予以改造。虽然设置２年除斥期间的初
衷在于提高法律关系的安定性，督促保险人及时履行调查义务，以为地位弱势的投保人一方提供更好的保
护，但这也给具有投机心理的恶意投保欺诈者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法律漏洞。保险人的对面并非单一的投保
人，而是由众多投保人组成的危险共同体，其中每一成员的行为都会对其他成员产生辐射影响。事实上，坚
持对价平衡原则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对保险消费者的保护。现行规范表面是对保险消费者的保护，实际却是
对投保欺诈者的纵容；对现行法规范进行改造以有效地规制投保欺诈，才是对保险消费者的真正保护。另
外，就保险人的调查义务而言，一方面，课予保险人过高的核保调查义务其实并不经济。逐一的事前调查极
耗成本，作为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性保险公司，保险人势必会将该部分成本以提高保费的形式转嫁给投保
人，从而导致交易成本提高，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瑖瑧 另一方面，较之一般的保险消费者，保险人在保险经营
方面的确具备更专业的知识与经验，要求其负有比常人更高的注意义务并不为过。瑖瑨 德国判例法上即发展
出了与此类似的保险人的“危险审查义务（Ｒｉｓｉｋｏｐｒüｆｕｎｇｓｏｂｌｉｅｇｅｎｈｅｉｔ）”或“补充询问义务（Ｎａｃｈｆｒａ－
ｇｅｏｂｌｉｅｇｅｎｈｅｉｔ）”。瑖瑩 然而，无论如何，“督促保险人履行调查义务”都不是除斥期间制度的主要目的，这一目
的应当通过义务内容及法律效果等保险人调查义务本身的制度设计来实现，不应当以维持该目的为由否定
除斥期间应有之规范设计的合理与必要性。最重要的是，二者其实并不矛盾，其共同目的都是为了维护保险
合同的对价平衡，以更好地促进对保险消费者的保护。

故此，对《保险法》第１６条进行规范改造，符合对价平衡原则和保险消费者保护原则的内在价值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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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瑖瑦

瑖瑧

瑖瑨

瑖瑩

根据《保险法》第１６条和《保险法》第２６条，保险合同解除权的除斥期间和保险金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分别为２年
和２年或５年，且前者的起算点为保险合同成立时，后者的起算点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知道或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

而且，我国《保险法》并不要求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必须及时履行保险事故发生的通知义务，根据《保险法》第２１条，只要有相应
的证据证明保险事故发生及损失程度，保险公司就不能以通知义务人没有在保险合同约定的时限内通知保险公司发生了保
险事故为由拒赔。这就使得保险合同解除权的除斥期间总是先于保险金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而届满，从而为被保险人或
受益人规避保险合同被解除的法律后果并不当获取保险金提供了机会。

参见饶瑞正：《保险法先契约据实说明义务之再建构（上）———波希米亚的狂想》，载《台湾本土法学杂志》第８２期，

２００６年５月。

参见赖上林：《保险法第六十四条保险契约解除权之探讨》，载《法令月刊》第５２卷第６期，２００１年６月。

义务内容为：当投保人的告知内容明显不充分、矛盾或不正确时，保险人应当作出进一步的调查或询问，若未尽此义
务即同意承保，嗣后便不得主张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Ｍａｎｆｒｅｄ　Ｗａｎｄｔ，Ｖｅｒｓｉｃｈｅｒｕｎｇｓｒｅｃｈｔ，Ｖｅｒｌａｇ　Ｆｒａｎｚ
Ｖａｈｌｅｎ　Ｍüｎｃｈｅｎ，６．Ａｕｆｌ．２０１６，Ｒｎ．８３１．



本文的规范改造即系以此两项原则为基本指导，具体方案体现为以下两项。
第一，将２年除斥期间延长为５年。
我国将保险人合同解除权的除斥期间规定为２年，实际上是借鉴了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的规定，而后

者则是以英美保险法作为立法参考。相比之下，传统大陆法系国家规定的除斥期间更长。比如，《德国保险
合同法》第２１条第３款规定的除斥期间为保险合同成立后５年，投保人故意或意图欺诈而违反告知义务的
则为１０年。瑘瑠 《日本保险法》分别针对损害保险、生命保险、伤害疾病定额保险，在其第２８条第４款、第５５条
第４款、第８４条第４款统一都规定了５年的除斥期间。瑘瑡

事实上，规定更长的除斥期间才是对对价平衡原则更好的遵循和贯彻。由于投保人不如实告知的行为
使得保险人实际估定的风险与本应估定的风险之间存在误差，当保险人按照实际估定的风险收取保费时，便
造成了所承保风险与所收取保费不均衡的结果。保险人可通过解除保险合同等方式来矫正这一对价不平衡
的局面。然而，合同解除权的除斥期间越短，就意味着对解除权的限制越大，保险人矫正对价不平衡的机会
也就越小，而较长的除斥期间则恰好相反，其为保险人行使解除权维护对价平衡提供了更宽松的时间保障。
也正是基于此，有学者指出，美国２年或３年除斥期间的主要目的仍在于避免保险人滥用优势地位，并尽快
确定双方当事人的合同效力，德国５年或１０年除斥期间的规定才是重视对价平衡原则的体现。瑘瑢 而且，更
长的除斥期间也使保险人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发现投保人一方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行为。瑘瑣

而且，随着现代医疗水平的提高，被保险人带病投保时所患之病症或许可以借治疗而长时间潜伏以致２
年后才会发生残疾或死亡的保险事故。这样一来，投保人就会有更强的动机在投保时隐瞒重要事实，并且就
其能否活过两年大赌一把。瑘瑤 在原来的医疗水平下，若两年内未发生保险事故，或许可以认为投保人未履行
如实告知义务的行为对保险的对价平衡已无影响，但在如今这种现实环境之下，这种看法将难再成立。美国
就早有论者提出将２年可争辩期间延长为５年。瑘瑥 最重要的是，这样的现实局面在我国也同样存在。
因此，无论是从对价平衡原则还是从现代社会现实进行考量，我国《保险法》规定的２年除斥期间都是过

短的，应当予以延长。为避免规范设计过于复杂，我国无须借鉴德国区分故意不如实告知和其他不如实告知
分别规定１０年和５年之除斥期间的做法。实行在故意和重大过失违反如实告知义务情形下均规定５年除
斥期间的做法，是一种折衷且妥适的方案，而且也与《民法总则》规定的撤销权除斥期间相一致。瑘瑦

第二，将除斥期间内未发生保险事故作为除斥期间规定的适用前提。
对于《保险法》第１６条的规范改造，除了将２年除斥期间变更为５年外，还应当将除斥期间内未发生保

险事故作为除斥期间规定的适用前提。一旦发生了保险事故，即便保险人于除斥期间经过后才知悉投保欺
诈的事实，也依然可行使《保险法》第１６条项下的合同解除权、免责权，以及不返还保费的权利。该限制之必
要性基础如下所述。
一方面，其直接阻断了投保人一方延迟申请理赔与规避相应法律后果从而获得保险金赔付之间的可能

性，使得投保欺诈行为目的实现的几率大大降低，从而给投保欺诈行为制造了一种负面激励，有助于遏制投
保欺诈的发生。
另一方面，其符合除斥期间的规范意旨，有利于维护对价平衡原则。为保险人合同解除权设置除斥期间

的目的除了顾及法律关系的安定性、督促保险人及时调查外，最重要的还在于，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
状态如能持续一段时间没有改变（如保险事故未发生），则表明实际上已无碍危险的估定，即保险人在缔约时
原本应有的危险估计与因受投保欺诈而为的危险估计虽然存有误差，但一段时间经过且未发生保险事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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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瑘瑠

瑘瑡

瑘瑢

瑘瑣

瑘瑤

瑘瑥

瑘瑦

参见孙宏涛：《德国保险合同法》，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６７页。

参见岳卫：《日本保险契约复数请求权调整理论研究》，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２２０、２２８、２３８页。

同前注瑏瑡，汪信君文。

参见深澤泰弘：《我が国の不可争条項の特徴に関する一考察———米国の“替え玉詐欺”事例を参考に》，载《生命保険
論集》第１６４号（２００８年），第１８５页。

同前注⑧，Ｄａｖｉｄ　Ｇ．Ｎｅｗｋｉｒｋ文。

同前注⑧，Ｄａｖｉｄ　Ｇ．Ｎｅｗｋｉｒｋ文。
《民法总则》第１５２条第２款规定：“当事人自民事法律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



事实，应当足以表示该误差已不至于影响对价平衡。所以，为了顾及危险共同体的公平性以及共同承担性，
可以允许被保险人继续保有其危险共同体的成员地位，限制保险人合同解除权的行使。瑘瑧 然而，保险事故发
生的事实则表明对价平衡原则的确遭到了破坏，此时，仍然限制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显然不符合除斥期间规
定的规范意旨。因此，应当坚持将未发生保险事故作为规范的适用前提。
事实上，比较法上的此种立法例也并不罕见。比如，《德国保险合同法》第２１条第３款即将除斥期间内

发生保险事故作为除斥期间规定的除外适用事由，瑘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保险法也存在将“被保险人仍生存瑘瑩”
作为不可争辩条款之适用限制的强制性规定。瑝瑠 此外，我国司法实践中也已存在类似判例的支持。在“中国
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漳州中心支公司与林少红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中，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出，对
于《保险法》第１６条第３款关于“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的规定，应将其适用
前提理解为保险合同成立两年后才发生保险事故，对于保险合同成立之前已发生保险事故即带病投保的情
形，则不应机械地适用。瑝瑡

综上，有必要在未来保险法修法时将除斥期间内未发生保险事故明确作为除斥期间规定的适用前提。
在立法尚未实现之前，由于发生保险事故的情形仍适用除斥期间规定不符合其规范意旨，故而可通过合目的
性限缩的法解释论方法实现同样的效果。瑝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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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亦文：投保欺诈的法律规制路径

瑘瑧

瑘瑨

瑘瑩

瑝瑠

瑝瑡

瑝瑢

同前注瑑瑤，江朝国文。

同前注瑘瑠，孙宏涛书，第６７页。

由于美国的不可争辩条款肇始于死亡给付型人寿保险，故“被保险人仍生存”即意味着“保险事故未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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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６）闽民申字第２５２０号民事裁定书。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张玲玲与中国平安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分司运城中心支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中亦持类似见解，参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７）晋０８民终１７３２号
民事判决书。

江朝国教授即认为，保险法未规定２年除斥期间之适用应限于保险事故未发生之情形，属于隐藏的法律漏洞，应当采
用目的性限缩的解释方法予以填补。但为了给法官以明确的裁判指引，仍有必要在保险法修法时加以明文化。同前注瑑瑤，江
朝国文。


